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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市公立学校变革：１８６５—１８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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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北战争之后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城市化、工业化与移民浪潮开始影响整个美国社会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美国圣路易斯城市学校管理的改革与学校系统的整合突出了对秩序的追求。同时，公立学校管

理者通过强调工业社会的道德教育，试图回应宗教力量的攻击并逐步澄清公立学校理念。此外，圣路易斯公

立学校中德语教学这一移民融合措施经历了一系列的兴衰。通过对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变革的案例研究，能

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美国教育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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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后半叶，圣路易斯市（Ｓｔ．Ｌｏｕｉｓ）被称为
美国的“第四大城市”，该市位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
州（Ｍｉｓｓｏｕｒｉ），地处密西西比河中游河畔，从地理位
置上看几乎位于美国国土的中心。南北战争之后，
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在威廉·托利·哈里斯（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Ｔｏｒｒｅｙ　Ｈａｒｒｉｓ，１８３５—１９０９年）①等人的领导
下，经过战后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成为当时美国公
立学校中的典范。

１９世纪后期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一直是美国
公共教育史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一方面由于这一时
期教育史上诸多重要事件汇集于此，如美国第一所
公立幼儿园的建立，第一所手工训练学校（Ｍａｎｕ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的创立等；另一方面，由于圣路易
斯的公立学校督学（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ｔ）威廉·哈里斯
日后成为美国教育专员（Ｕ．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８８９—１９０６年），在当时美国教育界享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圣路易斯市的教育改革思路与
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哈里斯带向了全美。因此，
考察与梳理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变革进程，能够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美国教育领域的发展状况。
本文聚焦南北战争之后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前

圣路易斯公立学校的变革，这一时段处于美国现代
社会形成的初期，内战后密西西比河航线贸易的繁
荣与大量铁路的修建给圣路易斯城带来了工商业发

展的契机，同时，作为西进运动的重要起点之一，圣
路易斯汇集了大量来自美国东部和外国的移民。这
一时期，城市化、工业化与移民浪潮开始改变圣路易
斯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面貌，公立学校的变革始终
与当时的社会变迁过程紧密相连。

一、制度与系统：圣路易斯城市学校管理
改革

１８７６年正值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纪念，美国人在
费城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百年纪念博览会（ｔｈｅ　Ｃｅｎ－
ｔｅｎｎｉａｌ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哈里斯在这一年的年度报告中
汇报了他在博览会中的见闻与感受。谈及他所观看
的教育展览，哈里斯表示：“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之
间在 精 神 和 方 法 上 的 巨 大 差 别 已 经 开 始 显



现”［１］（Ｐ１９７）。在这种差别中，学校体系的规模固然是
一个重要的方面，但除此之外，还表现在“乡村学校
中没有学生分级与晋级制度，使得同一个班级中的
学生程度不一，学习内容混杂，教师面对多样化的学
生只能采取最机械、最狭隘的教导方式，而这些在城
市学校中则完全是另一个面貌”。在学校管理者看
来，秩序是这一时代美国的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区
别开来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当时圣路易斯学校改革
所追求的主要价值。
南北战争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威廉·

哈里斯开始担任公立学校督学的１８６８年，圣路易斯
市分为 １２ 个区，城中适龄入学儿童为 ４６　１００
人，［２］（Ｐ１３）到他卸任的１８８０年，分区的数量达到了

２８个，城 中 的 适 龄 入 学 人 口 达 到 了 １０６　３７２
人，［３］（Ｐ２１）比１２年前翻了两倍以上。要在城市学校
运行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满足不断扩大的入学需求，
并且对数量日渐增多的公立学校进行有效的统筹，
学校体系的秩序与效率变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时期
的圣路易斯，公立学校主要通过形成双重学校监管
体系，以及整合公立学校系统来强化其运行秩序。

（一）公立学校监管体系的形成

１８６８年，威廉·哈里斯正式担任圣路易斯公立
学校的督学。督学一职下属于圣路易斯公立学校董
事会，除督学外，董事会还设有主席、副主席、秘书、
律师、执事（ｂａｉｌｉｆｆ），以及一到两名督学助理。董事
会每年向公众发布一份详细的年度报告，报告主要
由董事会主席的简要年度总结和督学对当年各方面

学校工作的详尽汇报组成，后者主要呈现一学年来
公立学校的财政开支、学生入学与升学数据、各级学
校的组织情况等。
督学一职在１９世纪美国学校中普遍存在，是学

校管理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和监督人，但根据各城市
的不同状况，督学的职责也各不相同。就哈里斯上
任之初以及他的前几任督学的情况来看，圣路易斯
公立学校督学所负责的事物通常包括：组织建立新
学校，选拨与调动教师，以及处理众多日常事务，如
接待市民与家长，听取其对公立学校的意见，撰写季
度与年度报告，遇教师生病或请假时设法填补空缺，
以及常规性地走访各学校等。威廉·哈里斯在其上
任第二年的年度报告中反映，“督学与两位助理发现
他们自己始终处于工作负担过重的状况”，并建议在
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学校管理事务。［４］（Ｐ１３１－１３３）

从１８６９年开始，哈里斯主张在公立学校体系中
推行“主任教师本校监督”（ｌｏ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制度，即赋予各学校主任教师（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一定的监管职责，使其有权力处理本校的
教师监管等事务，同时，组成一个主任教师委员会，
每周召集这些教师与督学开会讨论管理工作中出现

的问题，这种监管方式在当时的波士顿、辛辛那提、
芝加哥等地都已采用，哈里斯在１８７６年的年度报告
中将这种作法概括为“双重监管体系”（ｔｗｏ－ｆｏ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５］（Ｐ１９５）

在此之前，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包括若干名助理
教师（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一到两名副主任教师（ａｓ－
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以及一名主任教师，主任
教师在承担日常教学任务的同时负责统筹学校的日

常事务，并不是全职的学校管理者。通过将主任教
师提拨为负有监管职责的人员，公立学校体系内部
实际上形成了“督学—主任教师—助理教师”的监管
层级，主任教师也逐渐从教学岗位中分离出来，成为
后来俗称的“校长”（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由此，原先由督学一人负责的监管事务初步形

成了一套体系，这也使得外在于公立学校的监管与
学校内部的实践结合起来。正如美国教育史研究者
提亚克（Ｄａｖｉｄ　Ｔｙａｃｋ）所言，“在试图对城市学校进
行系统化的过程中，１９世纪后半叶的督学们寻求教
育领域的结构和决策过程的转变”［６］（Ｐ４１）。哈里斯在

１８７０年的年度报告中表达了对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与系统（ｓｙｓｔｅｍ）的信心，他说，“正是组织与系统有
效地帮助个体，补充其自身无法平衡之处”［７］（Ｐ１９７）。
监管体制带来的价值，用哈里斯自己的话来说，是
“极大地减少了教学的开支，同时增强其价值与效
率”［８］（Ｐ９８）。在双重监管体系下，督学的功能主要在
于“观测教学方法上的总体趋势，对其进行比较与综
合，并与主任教师协商，以及偶尔与助理教师讨
论”［９］（Ｐ１９５）。可见，随着监管体系的形成，督学本人
也开始逐渐由执行者和监督人向综合管理者的身份

过渡。
（二）公立学校系统的整合
南北战争以前，圣路易斯不同等级与功能的学

校逐渐建立，公立学校系统已初步形成。当时，整个
学校系统包含一所师范学校（１８５７年建立），一所中
学（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１８５３年建立），若干所夜校（Ｅｖｅ－
ｎ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以 及 若 干 所 地 区 学 校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Ｓｃｈｏｏｌ）。地区学校的数量最多，分布于城市各区，
提供初等教育，其内部又分为初级（Ｐｒｉｍａｒｙ）、中级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和语法（Ｇｒａｍｍａｒ）三个级别，每个级
别内部再分为二至三个年级。内战期间，一些学校

·５５·



停课甚至关闭，学生人数下降，部分教师在战争中去
世，学校系统受到很大影响。经过战后几年的恢复，
公立学校逐渐呈现出发展态势，并通过新机构的建
立与原有机构的改革实现了公立学校系统的整合。
内战后的整合强调学校系统的完备功能与各机

构之间的联系。１８６７年，三所非白人学校（Ｃｏｌｏ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在圣路易斯建立，接纳城中的非白人适龄儿
童入学。［１０］（Ｐ３１－３３）１８６８年，奥法隆工艺学院（Ｏ’Ｆａｌ－
ｌｏｎ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开办，作为公立学校体系
的一部分，承接原有的夜校，成为更高级别（相当于
中等技术教育）的工艺培训机构。［１１］（Ｐ７５）１８６９年，圣
路易斯的图书馆协会（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将其对公立
学校图书馆（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所拥有的一部
分产权转移到公立学校董事会，公立学校图书馆成
为公立学校系统中的独立机构。［１２］（Ｐ１１６）１８７３年，公
立学校董事会正式通过将一所地区学校中的教室用

作设立幼儿园（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的提案，圣路易斯市
建起了全美首个公立幼儿园。②至此，圣路易斯的公
立学校系统已涵盖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各级教育，
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中又包括普通的日间学校与进

行工艺培训的夜校两个类别，同时，还有一个为这些
学校师生服务的公立学校图书馆。
在设立新机构的同时，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内部

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革
是由威廉·哈里斯主导的“季度晋级制”（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圣路易斯公立学校自１９世纪５０年代
起陆续将“兰卡斯特制”（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改为
年级制，学生每学年晋级一次。哈里斯在１８７２年的
年度报告中专门针对这种年级制度提出了意见，他
认为在现有的以一年为期进行升级的制度下，升级
与否取决于由督学主持的一年一度的考试，那些未
通过考试的学生回到原先所在年级，然而，如果学生
只需再经过一个季度的复习便能通过考试，那么他
的学 业 进 展 便 被 这 种 过 长 的 年 级 划 分 拖 累

了。［１３］（Ｐ２７）他批评这种现象为学习“被日程钉牢”
（ｎａｉ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即学业进展的方式十分刻
板，学生进步是由日程安排而非本人发展来决
定。［１３］（Ｐ４７）因此，他建议在圣路易斯公立学校中增加
学生晋级的次数，采用每个季度举行一次考试的方
式，使得学业较好的学生快速升到较高年级，未通过
考试的学生也可以缩短留级的时间。这样一来，由
于部分学生升级的速度加快，公立学校每个年级可
容纳的学生人数也增多了。
此外，由于当时圣路易斯公立学校之间的教学

状况差异较大，哈里斯又对整个公立学校系统进行
了一种“标准化”改革，要求学校在各个学科采用同
样的教科书，教师教授统一的内容，使在不同学校就
读的学生接收同样的信息。截至１８７８年，各级公立
学校的统一课程与教科书方案基本成型，在这一年
的年度报告中，整合后的课程内容以表格的方式详
尽地呈现出来，［１４］（Ｐ１２９－２０４）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初步
实现了课程与教学的统一。哈里斯在报告中表示，
“学习成果的相互对照，以及保证转学生所使用教科
书的一致性，是分级并统一课程所带来的主要优
势”［１４］（Ｐ１３３）。
通过公立学校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学校系统的整

合，圣路易斯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公立学校
体系，为扩大公立学校的规模与提升教学质量起到
了一定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城市学校对于秩序与
效率的追求，以及形成的具有官僚制特性的管理体
制，日后也受到了下一代学校工作者与观察者的
诟病。③

二、工业时代与世俗道德：公立学校的道
德教育

圣路易斯的第一所公立学校于１８３８年开办，与
美国北方一些州在公立学校运动时期所面临的情况

类似，在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创办早期，关于“由公共
税收支持的学校应当为谁的孩子提供教育”这一问
题，曾经存在这样的分歧：一部分人支持建立一个免
费、自由而高效的公共教育体系，对所有阶层的市民
开放；另一部分人则想建立只为穷人服务的免费学
校，且认为对他们的教学无需超过初级英语水
平。［１５］（Ｐ１０９）最终，前一种意见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
持，公立学校的普适性理念得以确立。
然而，公立学校运动时期所奠定的学校理念只

在一般意义上为学校的发展划定了框架，具体而言，
在何种程度上，服务于所有阶层的教育机构可以与
其他机构区分开来，从而有权享受大量的公共经费
支持？通过公立学校授以学生怎样的共同价值，塑
造怎样的人格，才可谓服务于公共利益？上述问题
都未在公立学校建立的早期得到充分澄清。在时代
变迁与公立学校体系发展过程中，有关这种体系存
在合理性的讨论从未消失。同时，内战之后的美国
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状况，城市的
蓬勃发展，工业生产的飞速进步，政治形势与公共事
务的日益复杂……一系列社会巨变正在展开，公立
学校又应如何回应时代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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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之后，在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快速发展
之时，质疑之声的主要力量来自宗教教派，这些质疑
从根本上触及公立学校的合理性问题，公立学校管
理者们通过回应其质疑，不断明确或重新阐释着公
立学校的理念及其所培养之人的特性。

（一）圣路易斯天主教力量的冲击

１８４９年，圣路易斯开始通过征收“米尔税”④

（ｍｉｌｌ　ｔａｘ）来支持教育，公立学校体系得到了更为广
泛的公共经费支持。［１５］（Ｐ１０７）在１９世纪前半叶，与公
立学校共同存在的其他教育机构十分盛行，如教派
学校、私立学校等。当圣路易斯公立学校获得了公
共税收支持时，这些由私人或个别团体资助的学校
及其捐助者开始产生疑问，公共教育经费应当如何
分配？私立学校的拥护者认为，公立学校是为交不
起学费的穷人设立的，富裕阶层无需资助这类学校；
教派学校的拥护者则认为，最穷困的孩子们其实并
不在公立学校体系中受教育或获得看护，而主要分
布在由教会设立的孤儿院、救济院、医院，以及教派
学校中，因此，他们完全可以要求与公立学校一样分
得公共经费。［１６］（Ｐ２１）同时，教会力量还认为，公立学
校中排除了宗教因素，使其学生面临道德堕落的风
险。一直到内战之后，这些对抗的声音仍未消失。

１８７０年，圣路易斯的天主教徒开始为他们自己
开设的学校争取公共经费，一位名为奥雷立（Ｏ’

Ｒｅｉｌｌｙ）的神父发表了一个公开演说，他认为，所有
天主教徒必须接受专门的宗教教育，而公立学校中
只有清教教导或是完全缺乏宗教训练。［１７］（Ｐ４３）１８７１
年，圣路易斯爱尔兰天主教慈善协会（Ｉｒｉｓｈ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一位牧师费兰（Ｐｈｅｌａｎ）带头
签署了一份决议，指责现存的公立学校体系“忽视所
有超自然权威，使得关于上帝的第一位的知识成为
最末位的，这是对我们国家的诅咒，它将引向无神
论，导致文明、社会、国家的堕落”［１８］（Ｐ４４）。

１９世纪天主教对公立学校的攻击并不只在圣
路易斯发生，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１９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纽约，［１９］（Ｐ９）到了１８５３年，在美国七个州都发生
了教派学校要求政府资助的争论，此后，在波士顿等
城市中，天主教力量与公立学校的冲突频繁发
生，［２０］（Ｐ４）在这些纷争中，双方就公立学校中能否有
专门的宗教教育，教派学校是否可以为所有阶层服
务，以及公立学校经费是否可以被划分等问题产生
了严重分歧。
哈里斯在１８７１年的年度报告中以较大的篇幅

集中讨论了道德教育与宗教的关系，积极为公立学

校的道德教育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中宗
教与国家已经分离，现代历史中“宗教的”与“世俗
的”是两个不同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的庙堂，上帝
的真理与自由以教义的形式铸入人心，引导行动；另
一方面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正义
和道德感。”为了保证宗教与国家各自的完善，二者
必须分开考虑，虽然现代国家并非建立在否认宗教
重要性的基础上，但是只有教会与政府这两种机构
分离，各自的功能才能实现。在哈里斯看来，正因为
公立学校是属于国家一方的机构，教会是为宗教服
务的机构，所以公立学校中无需专门的宗教教育。
“公立学校向所有人开放，但并不意味着公立学校要
承担对儿童的所有教育。此外，学校的教学时间限
制在每周五天，每天五个半小时，本就留出了许多时
间用于诸如宗教等其他事务”［２１］（Ｐ２１－２６）。

（二）工业社会的世俗道德
在哈里斯看来，公立学校是否应当进行专门的

宗教教育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否可以在专
门的宗教教育之外教导。通过分析道德的结构，同
时与正在形成的工业社会相联系，他进一步阐述了
应当由公立学校教授的世俗道德。
哈里斯认为，人的责任（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是所有道德体系的基本前提，这种责任可分为两部
分，法律责任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外在需要；道德义
务则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意愿。其中，道德义务包括
个体对自己的义务和与他人关系中产生的义务。个
体对自己的义务主要包括维持生命，追寻理性，为更
高的义务适度控制个人需求，为精神存在而牺牲自
然存在状态等。个体与他人的结合包含三个层次：
家庭，文明社会与国家，个体对他人的义务也是就这
三个方面而言的，对于家庭而言，慈爱与尊敬构成其
基础；对于文明社会，诚实、正直、审慎、守时和守规
矩等是最重要的美德；对于国家而言，最重要的德性
是正义。［２１］（Ｐ２８－２９）这些德性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在于
人作为自然生物与人之为人的区别，因此，人的责任
其根本依据在于“自我牺牲”（ｓｅｌｆ－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即“洞
察到个体通过超越自然欲求而实现真实自我的必要

性”。
在道德义务的实践中，“服从”（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是首

要条件，这种服从具有几个层次：（１）守时———或言
遵守外在时空的要求；（２）秩序与规则———对掌握外
界事物运行规律的遵从；（３）毅力———对目的的遵
从；（４）真诚———外在举止遵从内心；（５）正义———对
普遍行为准则的遵从；（６）诚实———言行与实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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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７）勤劳———行为符合社会规定的方式。服从是
自我牺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善良（ｋｉｎｄ－
ｎｅｓｓ），包括同情、容忍、体贴、仁慈、博爱等等，善良
是最接近宗教的道德义务，也正是这一德性能够形
成与宗教的联结。［２１］（Ｐ２９）

在公立学校的道德教育中，上述道德结构中的
各成分占有怎样的地位，又应当如何传授呢？哈里
斯认为，公立学校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秩序，“每一位
学生必须首先被教会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一般准则，
唯此学校方能存在并实现其功能”。为培养学生的
良好行为，可将其划分为具体的几个方面：（１）守时；
（２）守规矩；（３）安静；（４）诚实；（５）正义；（６）善良或
仁爱。在这几方面行为准则中，哈里斯尤其强调守
时和守规矩，他认为这二者是“最为基础的道德准
则”［２１］（Ｐ３１）。
哈里斯所阐述的学校道德教育内涵与他对自身

所处时代的认识密切相关，他称其为“大工业生产的
时代”（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在这个时
代，通过机器，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为满足其自然需求
而进行的劳作中解放出来。“而对于这一代作为机
器操纵者的人们而言，一种普遍的训练尤其必要，即
守时和守规矩的习惯”［２１］（Ｐ３１）。同时，在这个时代，
大量修建的铁路成为覆盖全国的网络，使人与人之
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密而频繁的
联系，“正是在文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依赖于每个
人 与 社 会 联 结 的 时 代，守 时 成 为 一 种 美
德”［２２］（Ｐ２０－２１）。对于守时的强调几乎出现在圣路易
斯公立学校每一年的年度报告中，这些报告一般以

７—１０页的篇幅列出公立学校中一学年来既未缺勤
也未迟到的学生名单，可见其对这一品质的重视。
威廉·哈里斯对于公立学校价值及其培养的世

俗道德的论述，为这一时期的教育者们普遍接受。

１８７２年，美国部分州督学及地方督学在华盛顿召开
会议，为即将在维也纳举办的美国教育状况展览做
筹备工作，会后由包括哈里斯在内的几个人负责撰
写一个简述美国教育状况的文件，这份文件中的道
德教育部分出现了与哈里斯在年度报告中相似的表

述：“必须培养学生立刻服从教师的习惯，并以不同
的形式锻炼其自我控制力，使他为将来那种鲜有能
够对其施加控制的强制性权威的生活作好准

备。”［２３］（Ｐ１３）克雷明在《学校的变革》中这样评价这种
观念：“哈里斯教育学的特征显然是保守的。他的重
点是在秩序上，而不是在自由上；是在学习上，而不
是在游戏上；是在努力上，而不是在兴趣上；是在规

定上，而不是在选择上；是在有条不紊、缄默以及‘保
存和拯救我们的文明社会’的工业上。”然而，正是这
一时期公立学校中对于符合工业社会要求的道德价

值的强调，使学校跟上了社会变迁的步调，成为工业
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大众机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克雷明认为哈里斯的贡献在于“最终使公立学校
制度合理化了”［２４］（Ｐ２３，Ｐ１７）。

三、熔炉之惑：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德语教
育的兴衰

圣路易斯是西进运动的重要起点，城内不仅居
住着来自美国东部一些州的西迁人口，还有很多从
欧洲远道而来的移民，因此，市内人口的种族、宗教
构成纷繁复杂。包括德意志、爱尔兰、东欧等国在内
的大批移民涌入带来了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如何
在学校中实现对文化背景不同的儿童的共同教育，
成为圣路易斯公立学校中的难题。以德语教学在圣
路易斯公立学校中的兴衰为例，可以初步了解移民
文化与公立学校互动过程的复杂性。

（一）德语教学在圣路易斯公立学校的引入
在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建立早期，德裔市民便向

公立学校董事会请愿，要求将他们的母语引入学校，
然而，在公立学校建立后的三十年里，这一要求始终
未获得董事会的通过。作为替代性选择，一些德国
移民在城中建起了使用德语进行教学的私立学校，
德国移民们纷纷将子女送入这些学校。在此期间，
几任督学逐渐认识到，在公立学校中只教英语很可
能将外来移民的后代们排除在外。１８６４年，公立学
校董事会任命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考量将德语作

为公立学校正规学科的提议，该委员会建议，在至少
四所公立学校中，将德语作为一门正规学科进行教
学，董事会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同年九月开始，在
四所公立学校中进行德语教学的试验。在这些学校
中，所有学生只要完成了一定的英语和地理学习并
达到相应要求，便可选修德语。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学年共有４５０名学生接受了德语
阅读、写作和翻译的教学。［２５］（Ｐ３８）１８６６年，董事会通
过了针对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德语科的相关规定，其
中包括两条重要措施，第一，在说德语的学生超过

１００人的学校可以组成德语班级；第二，将德语教学
延伸至低年级，但在低年级只进行实物教学（ｏｂｊｅｃｔ
ｌｅｓｓｏｎ），不使用书本。从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学年开始，德
语教学从一年级开始进行，与英语教学平行，同时，
教授德语的公立学校增加到９所，公立学校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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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专门的德语助理督学（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ｔ）
一职，负责统筹和监督各学校的德语教学。这一学
年，选修德语的学生人数也从最初的４５０名增加到
了１　４４６名。［２６］（Ｐ１３２）

自此，德语教学在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快速发
展，同时，公立学校管理者们在论证德语教学必要性
时，从最初吸引德裔学生入学这一实用取向上升到
了维护美国社会民主特性的高度。１８６９年，威廉·
哈里斯在年度报告中表示，将德语作为地区学校中
的一个学科，旨在“赋予我们的公立学校体系以稳定
性，使它们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有益于城市。公立
学校是为守护真正的民主原则而设的机构。……建
立在出生、财富或地位之上的特权统治决无可能在
一个给予所有人同等机会的学校体系中继续存在。
随移民而来的人口差异同样突显了这一待解决的问

题，而且这一问题比语言差异要困难得多”［２７］（Ｐ８３）。
通过论述德语教学对于公立学校接纳来自不同

文化背景儿童的重要性，哈里斯将公立学校中不同
语言的教学与维护民主的价值联系起来。同时，他
认为德意志民族与安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人民在个
性上存在互补之处，其结合能带来极佳的效果：“德
意志民族内心丰富，具有理论性，是方法的发明家，
科学而精确；安格鲁—撒克逊民族具有实干倾向，是
法律规则的创造者，实用器物的发明家。通过两种
对立性格所提供的如此广泛的基础，它们的结合将
带来怎样的精神结构！”［２７］（Ｐ３０）哈里斯对于共性的强
调在以后论述德语教学的意义时屡次出现，但他明
确表示，“共性应建基于受过教育的智慧而非无知之
上”，因此，公立学校的教育在创造共性的过程中起
到关键作用，公立学校的最重要功能在于“消除共同
体中的阶级差异”［２８］（Ｐ１１２）。
据统计，１８７０年，圣路易斯共有２５２　７９２位居民

的父母或其中一位亲人出生于美国之外，不到

１００　０００的人双亲皆出生于美国，城中７２％的人父
母是外国移民，而德裔占了５４％。［２９］（Ｐ１７０）进入１９世
纪７０年代，圣路易斯公立学校系统中的德语班级稳
步发展，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学年，学习德语的学生共有

６　２１３人，这其中，有５０４人属于安格鲁－撒克逊血
统，即他们的父母出生于美国本土或爱尔兰，母语是
英语。［３０］（Ｐ３１）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学年，公立学校中学习德语
的安格鲁—美国人与德裔美国人比例为１∶２，前者
从三年前的５０４人增加到了５　１２８人。据此，哈里
斯不无骄傲地指出，“安格鲁—美国人针对德裔美国
人表现出本土主义（ｎａｔｉｖｉｓｍ）或排外情绪的趋势已

经几乎被清除，……在我们的学校中，不同阶层的人
口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而学习德语的学生中有１／３
是安格鲁—美国人这一事实，彰显了这种阶级情绪
被多么彻底地打破了。实际上，通过过去八年来在
我们的公立学校中引入德语教学，人们已经发展出
了共性”［３１］（Ｐ１７０－１７１）。但是，圣路易斯人在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后期对德语教学的攻击证明，哈里斯这一乐
观估计为时过早。

（二）德语教学的兴衰与移民教育的悖论
从德语教学引入圣路易斯公立学校以来，在学

习德语的学生人数增长的同时，有关德语教学具体
实施状况的质疑从未停止过。德裔学生的家长们抱
怨公立学校中德语学习的程度远远不够，尤其在低
年级，由于董事会规定低年级不得用书本进行德语
教学，口头的练习无法使学生习得正确的拼写规则。
此外，公立学校的教师和校长们反映，由于每天一个
半小时的德语教学在固定的教室进行，学生在换教
室时难免发生纪律混乱的情况，致使学校的秩序和
管理存在一定问题。针对这些具体问题，公立学校
董事会在督学和德语助理督学等人的建议下不断地

调整德语教学的具体形式和范围，例如取消对低年
级德语教学使用书本的限制。为缓解德语课和英语
课之间的冲突，董事会还采纳了一项提议，要求“学
习德语的学生应当在这一学科上和其英语学习处于

同一等级”［２２］（Ｐ１１９），以避免处在不同英语等级的学
生从不同教室进入共同的德语教室，打乱各级别的
英语教学。
有关德语教学形式、范围等具体问题在董事会

的不断调整下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学习德语的学生
在最初十五年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显示了人们对于
德语的学习热情。从学习德语学生人数的增幅来
看，圣路易斯公立学校中的德语教学在１８７４年左右
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学年学习德语学
生较前一学年的增幅达３１％。然而，从１８７４—１８７５
学年开始，虽然学生人数仍在增长，增幅却低于

１０％（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学年为９％；１８７５—１８７６学年为

５．６％；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学年为３％），在１８７８—１８７９学
年，由于开设德语教学的学校数增加，学习德语的学
生也随之增加了１１％，为１８７５年后增幅最大的一
年，但从１８７８—１８７９学年开始，大批安格鲁—美国
学生退出德语学习，公立学校中学习德语的总人数
较上一学年减少了２％，在德语教学引入学校的第
十五个年头第一次迎来了负增长。［３２］（Ｐ９８）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德语教学的发展放缓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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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退与公立学校外部反对德语教学的声音有关。

１８７８年２月，一位爱尔兰裔人迈克尔·格林（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Ｇｌｙｎｎ）向公立学校课程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提
议，要求在课程中增加盖尔语（Ｇａｅｌｉｃ）⑤的学习。委
员会在三月份否决了这一提议，一部分人认为董事
会资金不足，一部分人则认为这一提议根本没有益
处。［３３］（Ｐ６９）然而，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却将公立学校
中德语教学的存废问题推向了舆论的前端，引发了
不同团体的激烈争论，也造成公立学校中学习德语
的非德裔学生大幅减少。
在德语教学最初被引入公立学校时，由于德裔

市民在移民中占大多数，而爱尔兰移民本就掌握英
语，因此，德语教学自然被视为吸引移民子女进入公
立学校的最重要手段，也成为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守
护美国民主的象征。然而，如果依照这一逻辑，任何
移民所属的民族语言都应当被引入公立学校，包括
爱尔兰的盖尔语在内，连同法语、希伯来语等也同样
适用，可是当时公立学校的财政情况根本不可能满
足这一要求。同时，由于圣路易斯当时浓厚的德国
文化氛围，安格鲁—美国人对德语学习并不排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语教学受到许多方面的攻击，
一方面来自其他民族对于公立学校中只照顾德国移

民的反感，如爱尔兰人，另一方面，德语教学本身也
开始显示出一定的问题，如支付专门德语教师的工
资耗费了过多的公立学校资金，升入中学的考试也
并无德语要求，使许多学生家长将德语学习视为无
关紧要，甚至认为它会影响学生对英语的学习。
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公立学校管理者们仍

然试图保留学校中的德语教学。为了缩减德语教学
的支出，１８７８—１８７９学年，“德语—英语”教师计划
开始实施，公立学校将只聘任那些能够同时胜任英
语教学的德语教师，以减少专门德语教师的薪酬支
出。［３４］（Ｐ９６）同时，对于德语学习的价值，管理者的说
法从以往偏重其融合不同文化群体的社会意义转向

德语学习的实用功能，例如，１７８０年，负责监管德语
教学的助理督学图特格克（Ｌ．Ｗ．Ｔｅｕｔｅｇｅｒｇ）在其报
告中开始论证学习德语对于学生的英语学习有何助

益。［３５］（Ｐ１２７）然而，这些措施并未成功保留德语教学，
圣路易斯公立学校最终在１８８７年取消了德语科目。
德语教学在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中的出现可谓

一种折中的熔炉策略，既将德国移民的子女吸引到
公立学校中，学习以英语为主的课程，又通过保留其
母语使其不完全失去本群体的文化属性。正如威廉
·哈里斯谈到这个问题时所阐述的原则：“使得在国

外出生的儿童美国化，但并不疏远他们与其血脉的
关系”［３６］（Ｐ２７４－２７７）。然而，从德语教学在公立学校的
引入到退出，也正印证了哈里斯当初在年度报告中
所言：“这一问题比语言差异要困难得多。”移民群体
本身的多样化带来了对教育的不同需求，如何在公
立学校内部既保存这种差异性，又提供创造共性的
机会，实施切实有效的美国化教育，仍是挑战下一代
公立学校领导者智慧的难题。

结语：“镀金时代”的公立学校变革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迎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
大潮，在这一时期，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体系将秩
序、服从、文化融合等价值以及机构的顺畅运行放在
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与进步主义时期的下一代学
校改革者们强调自由、儿童本身以及机构与社会的
互动存在分歧。然而，这一时期同样是美国公立学
校发展的重要阶段。此前的“公立学校运动”为公立
学校在美国的大规模创建打下了基础，而随着南北
战争后城市化与工业化浪潮的到来，正规公共教育
的普及与完善成为美国社会的迫切需求。贺拉斯·
曼等早期公立学校奠基人的伟大事业在于使公立学

校这种形式在美国教育中扎根，到了１９世纪后半
叶，如何使公立学校体系更加正规、系统、优质与普
及，则是第二代学校管理者与改革者要面对的关键
问题。因此，处在公立学校运动与进步主义教育运
动之间的这段历史，实际上是美国公立学校现代化
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战后重建（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到进步时期（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ｒａ）之间这几十年在美国历史中通常被称
为“镀金时代”（ｔｈｅ　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⑥，它象征着工商业
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镀金时代”不仅存在
马克·吐温小说所揭露的贪婪、腐败等社会丑恶面，
还是美国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期，随着交通运输、城市
建设与贸易流通而来的是美国社会的初步现代化。
“镀金时代”的公立学校变革与美国现代社会的开端
紧密相连，城市化、工业化、移民潮等多方面的社会
变迁使得公立学校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此

前的美国学校制度与教育思想往往持批判态度，进
步时期之前的美国公立学校也就通常被视为一种失

败或反动的存在，而未得到客观的历史书写与评价。
然而，这一时期的公立学校发展恰恰与工商业、城市
发展一同构成了现代美国社会的最初形态，无论后
世对于公共教育的批判还是改革，都建立在公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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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已成规模并且常态化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变化
是如何实现的，它在怎样的背景与诉求下展开，包括
什么具体改革措施，对公立学校作出了怎样的完善？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还原与探讨。１９世纪美
国教育的地方化色彩极其浓厚，难以简化得出全国
性的教育改革趋势，因此，聚焦某一具体时空，方能
较为具体地把握这一时期的学校变革与发展状况。
从圣路易斯公立学校变革的经历来看，这一时

期的公立学校与此前的公立学校运动时期，以及之
后的进步主义教育时期相比，同样富有活力和冒险
精神，这一时期的公立学校变革充满探索性与不确
定性，美国社会的现代化刚刚开始，此时在学校改革
中初步尝试解决的许多问题，如城市学校管理、工业
化时代的道德教育、移民教育问题等，都将在以后的
公立学校发展中不断重现。在社会变迁的进程中，
公立学校体系也一直处于形成的过程中。

注释：

①　威廉·托利·哈里斯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是１９世纪美国著

名教育家、哲学家。他早年求学于耶鲁大学，由于对当时的耶

鲁课程感到失望，他在１８５７年离开耶鲁前往西部，后抵达圣路

易斯。他从１８５８年开始进入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系统工作，并

于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８０年担任圣路易斯公立学校督学。同时，哈里

斯是当时美国黑格尔主义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ｌｉａｎ）的代表人物

之一，他于１８６７年创办的《思辩哲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ｅｃｕｌａ－

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致力一纯粹哲学探

究的杂志，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很大。哈里斯在美国教育界的

活跃时期处于公立学校运动时代与进步时代之间，教育史家克

雷明将哈里斯视为“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人物”。

②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ｉｎ　Ａｎｎｕ－

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１８７９，ｐ１９４．在１９世纪中期，美国已存在由德国移

民经营的私立幼儿教育机构，这些机构主要模仿德国在１８世纪

已出现的幼儿园而建。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来被称为“美国幼儿

园之母”的圣路易斯市市民苏珊·布洛（Ｓｕｓａｎ　Ｂｌｏｗ，１８４３－

１９１６）向威廉·哈里斯介绍了幼儿园的理念，以及它在德国的

成功实践，希望在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系统中建立幼儿园。

１８７３年，圣路易斯教育委员会正式通过在一所公立学校中建立

幼儿园的提案，布洛成为幼儿园的主管。到１８８０年，圣路易斯

的公立幼儿园已经由最初的６８个学生增加到７　８２８人，同时配

有１６６名教师。

③　例如，１８９３年，赖斯（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ｙｅｒ　Ｒｉｃｅ）在《论坛》（Ｆｏｒｕｍ）“教

育揭幕”系列的一篇文章中，对比了圣路易斯与印第安纳波利

斯（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的公立学校，他批评圣路易斯的监管办法只考

虑教师工作的结果，使得教师们都只保留有利于他们的结果，

没办法反映事实，而学生也只能为符合教师的利益而被扭曲。

见Ｊ．Ｍ．Ｒｉｃｅ，“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Ｓｔ．Ｌｏｕ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

ｌｉｓ．”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Ｄｅｃ　１８９２，ｐ４２９．

④　米尔（ｍｉｌｌ）是货币单位，１０００米尔等于一美元。

⑤　盖尔语在当时的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使用，为一部分爱尔兰人

的母语。

⑥　“镀金时代”（ｔｈｅ　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在美国史的研究中最初是指格兰

特总统的任期（１８６８－１８７６年），该词得名于马克·吐温的小说

《镀金时代》（１８７３年出版）。其后，“镀金时代”一度被视为从战

后重建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到 进 步 主 义 运 动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过渡时期。当前，“镀金时代”所指涉的历史时期

扩大到从战后重建到２０世纪早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现代美国

（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的开端。见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Ｄｅ－

Ｓａｎｔｉｓ．“Ｔｈｅ　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ｗｗｗ．ｒｂｈａｙｅｓ．ｏｒｇ／ｈａｙｅ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ｉｌｅｓ／Ｈａｙ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ｇｉｌｄｅｄａｇ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２－０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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